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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高校学者在有限的资源约束下，如何有效地平衡科学活动和商业活动的时间和精力是大学产学研合作管理的核心问题。立足产学研行为主体的个人层次，以360位高校学者为样本，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从产学研合作动机-行为匹配的视角分析了6个前因条件对学者学术绩效的组态效应。研究发现：（1）产生高学术绩效的10种适配组态可以总结为4种核心模式：学习驱动-门当户对型、学习驱动-两情相悦型、使命驱动-门当户对型和资助驱动-两情相悦型；（2）在学术生产力维度下，学习驱动-门当户对型、学习驱动-两情相悦型、使命驱动-门当户对型是核心驱动模式，在后两种模式中，还需要学者在产学研合作中投入大量的资源；（3）在学术影响力维度下，学习驱动-两情相悦型、使命驱动-门当户对型和资助驱动-两情相悦型是核心驱动模式，在资助动机驱动下的产学研合作，学者不进行资源的大量投入更容易促进学术影响力的提升；（4）对比分析发现，在学习动机或使命动机驱动下的学者与“门当户对”的企业开展产学研合作的过程中进行高的资源投入让学者更容易提升学术生产力；在学习动机或资助动机驱动下的学者与“两情相悦”的企业开展产学研合作，并且在资助动机存在的情况下不进行大量的产学研合作资源投入，更容易提升学术影响力。本文研究结论一方面丰富了产学研合作驱动高校学者学术绩效提升研究的方法和视角，另一方面也为我国高校通过产学研合作反哺科学研究提供了驱动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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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iguration Effect of University-industry Collaboration Driving Academic Performance Improvement of Researchers Among University: Based on the Motivational-behavior Matching Perspective
Abstract:Under the constraint of limited resources, how to effectively balance the time and energy between scientific and commercial activities is the core issue of the management of university-industry collaboration. Based on the individual level of university-industry collaboration subjects, this paper takes 360 researchers from university as samples and uses fuzzy 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method to analyze the configuration effects of six antecedent conditions on academic perform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tivation-behavior matching of university-industry collaboration. The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1) The 10 adaptation configurations that generate high academic performance can be summarized into four core patterns: learning driven-family matching type, learning driven-mutual affection type, mission driven-family matching type and funding driven-mutual affection type; (2) From the dimension of academic productivity, the core driving models are: learning driven-family matching type, learning driven-mutual affection type and mission driven-family matching type. In the latter two models, researchers need to invest a lot of resources in university-industry collaboration; (3) From the dimension of academic influence, the core driving models are: learning driven-mutual affection type, mission driven-family matching type and and funding driven-mutual affection type. Researchers with funding motivation are more likely to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academic influence without a large amount of resource input; (4) A comparative analysis shows that it is easier for researchers to enhance academic productivity when they are driven by learning motivation or mission motivation to invest high resources in the process of university-industry collaboration with ‘family matching’, and researchers who are driven by learning motivation or funding motivation to carry out university-industry collaboration with ‘mutual affection’. In addition, it is easier to enhance academic influence without a large amount of input of university-industry collaborative resources under the motivation of funding. On the one hand, the conclusions of this paper enrich the methods and perspectives of research on academic performance improvement of university driven by university-industry collaboration; on the other hand, they provide a driving path for university to feed scientific research through university-industry collab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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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背景
大学与企业之间的产学研合作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尤其是一流大学与企业之间形成的产学研良性互动关系在科技创新和经济增长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1]。由于产学研合作目标与企业发展目标相一致，因此，产学研合作对于提升企业创新绩效有积极的影响已成为共识[2-3]。然而，产学研合作对于高校的发展来说是一把双刃剑[4]，一方面，受到合作企业解决实际问题的需求牵引，过多的参与应用研究可能忽视了基础研究的投入，扭曲高校的学术研究，不利于学术活动的开展[5]；另一方面，企业对产学研合作成果的独占性要求阻碍了具有“公共品”属性科学知识的开放，对科学的发展产生消极影响[6]。
产学研合作给高校学术绩效带来影响的观点暂未形成统一的认识，进一步从组织层面研究并不能有效解释这一问题，因此研究需要落脚在个体层次高校学者上[4]。在个体层次上，国内外学者认为产学研合作对学者学术绩效的影响存在双刃剑效应[7-8]，有学者研究认为这种影响机制不是由外在因素决定，而是学者和企业的双向市场中学者个体特征和合作伙伴相互选择的共同结果[4,7,9]。
在学者个体特征方面，有学者发现产学研合作动机是影响高校学者参与产学研的学术绩效差异的起点，并发现外在动机对学术绩效存在负向的影响，而内在动机对学术绩效存在正向的影响[4]，也有学者发现只有当产学研合作研发合同占讲师总项目的比例较低的时候，产学研对于科学的生产的影响是协同的[10]；在合作伙伴选择方面，寻找一个好的企业合作伙伴，实现合作伙伴的匹配也会影响产学研合作和学术绩效之间的关系[7]。合作伙伴选择能力是产学研协同创新主体能力的重要维度之一[11]，在选择合作伙伴时，往往有两种类型，“门当户对”和“两情相悦”，前者侧重于资源、知识和能力方面的匹配，而后者侧重于目标、价值观和规范的一致性[12]。有学者进一步研究发现产学研合作伙伴匹配与高校学者的学术绩效呈正向相关关系[4]。
然而现有的研究大多是建立在传统的回归关系中所得到的边际净效应，却忽视了多重要素间复杂的协同组态效应。鉴于此，本文将立足于我国高校学者参与产学研合作实践场景下，基于动机-行为匹配的视角，聚焦高校学者如何在内外部多重因素复合影响下通过产学研合作提升学术绩效，为研究产学研合作提升高校学者学术绩效的现实与理论问题，开辟一个新的研究思路。
2文献综述与研究框架
2.1产学研合作驱动学者学术绩效的提升路径
当前学术界对于产学研合作驱动学者学术绩效的提升路径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3个方面。第一，资源驱动。这种产学研合作带来的资源不仅是经费的资助，更是知识、人才和社会网络等方面的资源。有学者将产学研合作划分为科学合作和技术合作[13]，这些资源在不同的合作中作用的机理存在差异。无论是在科学合作还是技术合作中，异质性的科学知识和技术知识在企业科学家和学术科学家之间的交叉融合，进而会促进学术绩效的提升。也有研究认为社会资本有助于高校学者向产业界转移和转化知识，也会从产业界获得实践知识，进而促进学者个人的绩效[14]。
第2， 活动驱动。产学研合作对于学术绩效的影响之间存在两条影响路径，分别是基础研究活动和技术开发活动的中介效应，相关研究发现两条路径的影响机制存在差异，前者是产学研合作影响基础研究活动产生倒U的影响，而基础研究活动对学术绩效产生正向影响，后者是产学研合作正向影响技术开发活动，而技术开发活动对学术绩效产生倒U的影响[15]。
第3， 社会网络驱动。当与企业建立弱联结关系时，有助于从产业界获得更多的新鲜知识或资源，有助于创新的实现和学术绩效的提升，随着联结强度的逐渐增强，企业愿意分享和提供它们拥有的异质性资源，进而碰撞出新的思想火花，推动学术绩效的提升[16]。
现有文献针对产学研合作驱动学术绩效的影响路径是从产学研合作本身为立足点，鲜有研究从产学研行为主体的角度进行思考。有学者从产学研合作主体的行为视角来探究这一影响路径，尝试借鉴“动机-行为-绩效”的框架，通过探索性案例对路径进行了回答[4]。该研究结果启发了多要素之间的协同组态效应，但是并未形成深入的研究结果，因此存在进一步探究的空间。
2.2产学研合作动机-行为匹配下的学术绩效提升的组态效应
从本质上来说，学术绩效的提升意味着高校学者在参与产学研合作过程中需要避免陷入成为企业研发团队成员的“陷阱”。作为产学研行为主体的供给方，高校学者在有限的资源约束下，如何有效地平衡科学活动和商业活动的时间和精力是亟需思考的问题。因此，如何通过产学研合作驱动高校学者学术绩效提升这一研究问题，实际上是需要综合考虑行为主体的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一方面，从合作动机的角度出发，基于自我决定理论的认识，内外合作动机的差异导致学者在学术绩效的表现上存在显著差异。另一方面，从合作行为的角度，基于社会网络理论和人-环境匹配理论的认识，强关系和弱关系对于学者的学术绩效均存在不利的影响，而合作伙伴的匹配对于学术绩效的影响存在差异性。
综上所述，通过产学研合作提升高校学者绩效受到内外部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本文尝试将高校产学研行为主体的合作动机、资源投入行为以及行为主体所处的外部环境中的伙伴匹配行为纳入组态分析中，其中合作动机包括资助动机、学习动机和使命动机[4,17]；伙伴匹配行为包括互补性伙伴匹配和一致性伙伴匹配[12]。通过6个前因条件来分析学术绩效的多重并发原因，构建的研究模型如图1所示。
[image: 模型图]
图1 动机-行为匹配下的组态效应模型图
2.2.1产学研合作动机与学术绩效
（1）资助动机与学术绩效。获得财务的补偿是资助动机最核心的特征表现，这种动机在自我决定理论里被界定为外部动机，容易受到资助方的影响。在资助动机驱动下的学者更多的是“经济人”，围绕资助方的目标解决企业实际问题[4]。这种类型的产学研合作项目更多的是应用研究导向和有目标的结果[18]，容易牵引学者向企业产品开发等层面投入时间和精力，一方面挤占了学者在基础研究的时间和精力，另一方面这类合作是无法有效促进基础研究的进步，即使由于资助经费的支持，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研究的经费，但是无法产生高质量的科研成果。
（2） 学习动机与学术绩效。获得互补性的资产和思想上的交流是学习动机最核心的特征表现，这种动机介于内部动机和外部动机之间，属于部分内控。在学习动机驱动下的学者更多的是“社会人”，有明确的合作目标，围绕着自己的研究问题开展相关的产学研合作，不断促进与产业对话的机会，交流科研的进展，在过程中，会对基础研究提供新鲜的知识，进而有效地提升学术绩效。除此之外，在交流学习的过程中，学生的科研能力得到极大的提升，能够真正地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企业的需求与学者的科学研究形成互补效应。
（3） 使命动机与学术绩效。亲社会行为和自我满足感是使命动机最核心的特征表现，这种动机是一种内部动机，属于内部控制。在使命动机驱动下的学者更多的是“自我实现人”，有核心的技术研究成果，有将其转化的使命感和责任感。通过产学研合作，学者在产业化的过程中会结合出现的关键核心问题进行思考。先立地后顶天的思维意识让这类学者在合作的过程中，勇于将科研成果进行产业化的同时追求科学研究的推进工作，进而不断促进学术的进步。
2.2.2产学研合作行为与学术绩效
（1）资源投入行为与学术绩效
资源投入行为是学者个体自身维度下的行为表现，其表明了学者愿意为产学研合作付出多大的努力程度。资源投入不足和资源投入过剩对于高校学者的学术绩效均存在一定的影响。研究发现很多的产学研合作最后无疾而终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资源投入不足，而对于学者而言，资源投入的不足使得其和企业的合作关系呈现一种弱关系的特征，合作不够深入，信息共享的可能性低，在一定程度上无法有效地实现产学研深度的融合。随着资源投入的不断增加，学者与合作企业之间呈现出一种强关系的特征，这种强关系使得学者需要投入人力、时间和精力，对于大多数学者而言，过多的投入使得其在科学研究的时间和精力分配不足，无法有效地提升学术绩效[19]。
（2） 伙伴匹配行为与学术绩效
伙伴匹配行为是学者与外部合作伙伴建立的一种行为关系，这种关系存在两种情境，分别是互补性伙伴匹配和一致性伙伴匹配，反映了两种合作关系：“门当户对”和“两情相悦”[12]。互补性伙伴匹配强调了互补性的资源、知识结构的互补和创新能力的相当，异质性的互补资源有助于学者与企业形成专业化的分工协助模式，高校学者更侧重与科学研究的探索，而企业专注于商业化活动；知识结构的互补让双方在异质性知识的共享过程中形成知识溢出效应，促进知识的耦合；创新能力相当能够为高校学者带来合适的产学研合作伙伴，增强对异质性知识的吸收和学习能力，有助于知识的有效流动。一致性伙伴匹配强调了相互支持的目标、长期发展的价值观和认可彼此的制度规范，相互支持的目标有助于降低冲突，在合作期间形成良好的合作伙伴关系；长期发展的价值观有助于降低企业对短期利益的预期，增强长期导向的意识，有助于促进双方开展探索性学习；认可彼此的制度规范，对于企业而言支持高校学者公开发表的需求有助于彼此形成良好的合作氛围，促进学者科学研究的进步。
3研究设计
3.1研究方法
本文使用fsQCA方法检验资助动机、学习动机、使命动机、资源投入行为、互补性伙伴匹配行为和一致性伙伴匹配行为六个解释变量如何相互作用而共同影响学术绩效。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从整体视角出发，将每个案例视作条件变量的组态，通过案例间的对比分析，找出导致期望结果产生的条件组态[20]。本文采用fsQCA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1）传统的回归分析适合探索单个条件变量的“净效应”，而fsQCA则能够分析条件变量的组态关系和殊途同归；（2）fsQCA充分考虑条件变量间的相互依赖性和化学反应，更加关注因果关系的非对称性；（3）fsQCA相较其他定性比较分析方法（csQCA、mvQCA）更能解决变量的程度变化问题和隶属问题[20]，更适合本文的研究。本文使用的分析软件为fsQCA3.0。
3.2样本选择与数据收集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参与过产学研合作的工科领域的高校学者，主要基于以下两个原因：第一，工科领域的高校学者产学研合作相较于其他领域较多且更多的是知识密集型的创新；第二，由于科研团队实际上是高校产学研合作的主要载体，而学者是关键角色主体。考虑到不同地区的差异因素，在样本选择上选取了华东、华中、华南、华北、西南、东北以及西北地区的高校作为发放区域，发放问卷800份，剔除无效问卷一共有效回收399份，最后剔除一致性较高的答卷，最终得到问卷360份，总体回收率为45%。
3.3变量测量与校准
3.3.1变量测量
（1） 学术绩效。本文参考缪亚军等研究中使用学术生产力和学术影响力来度量学术绩效的方法[21]。由于需要将产学研合作情境考虑进来[4]，分别通过产学研合作是否带来论文数量的变化来观察学术生产力的情况，产学研合作是否带来高水平论文数量的变化来观察学术影响力的情况。
（2） 产学研合作动机。本文借鉴了Lam(2011)、Iorio等(2017)和Huang（2018）的研究基础[17,22-23]，并在杨小婉等（2021）中国情境研究中对资助动机的案例编码结果[4]，通过“为了获得科研经费”、“为了提高个人收入作为工资的补充”和“为了团队获得更多的资源”三个题项来测度资助动机。“为了和产业界建立网络关系，与产业界进行思想和经验上的交流”、“为了给团队学生或成员提供现场学习的机会”、“为了给学生提供实习或就业机会”、“为了研究产业的实践问题”和“为了获得本研究领域相关问题的理论认识，使研究处于前沿行列”五个题项来测度学习动机。“为了获得将自己的研究成果进行应用的机会”、“为了将自己的研究结果进行扩散”和“为了结合自己的研究专长解决产业界的实践问题”三个题项来测度使命动机。
（3） 资源投入行为。本文借鉴了党兴华等（2010）、秦玮和徐飞（2011）和董美玲（2012）的研究[24-26]，形成本研究情境下的四个测度题项，包括“个人将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在产学研合作上”、个人将更多的经费投入到产学研合作中”、“个人经常与合作企业进行知识和信息的交流”和“个人将实验设备更多的投入在企业合作技术开发上”。
（4） 伙伴匹配行为。本文在国内相关研究基础上[4]，形成了本研究情境下的测度题项，其中互补性伙伴匹配行为通过“个人与合作企业所贡献的创新资源是彼此需要的”、“个人与合作企业在知识结构上是互补的”和“个人与合作企业的创新能力是相当的”三个题项测度；一致性伙伴匹配行为通过“个人的目标与合作企业的目标是相互支持的”、“个人与合作企业双方追求的是长期发展的价值观”和“个人和合作企业双方能够相互理解彼此的行为方式”三个题项测度。
3.3.2变量校准
fsQCA将所有变量都视为一个集合，每个案例在集合中都具有隶属值，校准是将案例转换为集合隶属值的过程。由于案例数据通过Likert7点量表法测得，所以本研究以锚点“7”为完全隶属值，以锚点“1”为完全不隶属值，由于通过Likert量表测量的数据本身极易存在分布不均（如都分布在4以上），导致校准面临分布和量表刻度的冲突[27]，因此本文参考已有研究的做法[28]，使用问卷数据均值作为交叉锚点。同时为了确保隶属值为0.5的案例纳入分析，在此基础上增加了0.01。条件和结果变量的校准信息见表1。
表1 条件和结果变量校准
	条件和结果变量
	校准

	
	完全隶属
	交叉点
	完全不隶属

	资助动机
	7
	5.425
	1

	学习动机
	7
	5.648
	1

	使命动机
	7
	6.032
	1

	资源投入
	7
	4.946
	1

	互补性伙伴匹配行为（互补性）
	7
	4.476
	1

	一致性伙伴匹配行为（一致性）
	7
	3.909
	1

	生产力
	7
	4.200
	1

	影响力
	7
	4.067
	1


4数据分析与实证结果
4.1单个条件的必要性分析
必要条件指结果存在时总是出现的前因条件，通常用一致性来衡量。一般认为一致性分数达到0.9以上为必要条件。表2是结果变量分别为高生产力和高影响力的必要条件检验结果，从表2中可以发现，无论是高生产力还是高影响力，所有条件的一致性值均低于0.9，表明资助动机、学习动机、使命动机、资源投入、互补性和一致性六个解释变量中不存在产生高生产力和高影响力的必要条件。这一检验结果证实了产学研合作驱动高校学者学术绩效提升路径的复杂性，并非单一要素即可驱动，因此需要多要素进行共同驱动，也进一步证实了组态分析的必要性。
表2 必要条件分析结果
	变量
	高生产力
	高影响力

	
	一致性
	覆盖度
	一致性
	覆盖度

	资助动机
	0.628
	0.734
	0.625
	0.745

	~资助动机
	0.780
	0.644
	0.786
	0.662

	学习动机
	0.687
	0.810
	0.678
	0.815

	~学习动机
	0.750
	0.616
	0.756
	0.633

	使命动机
	0.602
	0.771
	0.593
	0.774

	~使命动机
	0.811
	0.631
	0.823
	0.653

	资源投入
	0.722
	0.772
	0.713
	0.776

	~资源投入
	0.748
	0.661
	0.758
	0.683

	互补性
	0.807
	0.816
	0.805
	0.829

	~互补性
	0.691
	0.641
	0.692
	0.654

	一致性
	0.755
	0.719
	0.755
	0.733

	~一致性
	0.703
	0.691
	0.700
	0.702


注:“~”是指逻辑运算结果为“非”，如~资助动机表示非高资助动机。
4.2条件组态的充分性分析
通过构建真值表可以进行条件变量不同组态导致结果发生的充分性分析。真值表是案例中对应结果的前因条件的所有组合，构建真值表需要确定合适的案例频数阈值和原始一致性阈值。案例数量小于频数阈值的被认为是逻辑余项，一般要求频数阈值能保留至少75%的案例。原始一致性即条件组合造成结果的充分性，通常要求在0.8以上，同时应尽可能避免同因异果[27]。遵循以上原则，本文将案例频数阈值设定为5，将原始一致性阈值设定为0.9，先后将高生产力和高影响力作为结果变量运行“标准分析”程序，得到简约解、中间解和复杂解三种解，并据此分析高生产力和高影响力的实现路径，最终结果见表3和表4。
从表3和表4中可以看出，高生产力和高影响力总体解的覆盖度分别为0.560和0.660，均显示了相当高的样本覆盖率。而且，表中呈现的组态，无论是高生产力还是高影响力，其单个解和总体解的一致性分数均高于普遍接受的一致性水平0.75，意味着所有组态都能充分解释结果的产生，可以视作高生产力和高影响力的充分前因组态。
4.2.1学术生产力组态分析
表3呈现出产学研合作驱动高校学者学术绩效在生产力维度上的组态共计4条路径，分别是组态HP1表示以高学习动机、高互补性为核心条件，以高使命动机为边缘条件可以导致高生产力；组态HP2a表示以高使命动机、高资源投入和高互补性为核心条件，以高资助动机为边缘条件可以导致高生产力；组态HP2b表示以高使命动机、高资源投入和高互补性为核心条件，以高一致性为边缘条件可以导致高生产力；组态HP3表示以高学习动机、高资源投入和高一致性为核心条件，以高资助动机、高使命动机为边缘条件可以导致高生产力。其中组态HP2a、HP2b构成了二阶等价组态，即核心条件相同。基于各组态核心条件和边缘条件的不同，可以将4条路径划分为3种类型，分别是：学习驱动-门当户对型、学习驱动-两情相悦型和使命驱动-门当户对型。
表3 产生高生产力的组态
	前因条件
	HP1
	HP2a
	HP2b
	HP3

	资助动机
	
	●
	
	●

	学习动机
	●
	
	
	●

	使命动机
	●
	●
	●
	●

	资源投入
	
	●
	●
	●

	互补性
	●
	●
	●
	

	一致性
	
	
	●
	●

	原始覆盖度
	0.513
	0.424
	0.4780
	0.391

	唯一覆盖度
	0.049
	0.003
	0.015
	0.009

	一致性
	0.888
	0.899
	0.899
	0.906

	总体解的覆盖度
	0.560

	总体解的一致性
	0.861


注：●等于核心条件存在，●=边缘条件存在，“空格”表示该条件可存在亦可不存在。核心条件与结果存在强因果关系，边缘条件与结果存在较弱因果关系。
（1） 学习驱动-门当户对型：对应组态HP1。该组态表示学习动机和互补性伙伴匹配行为对于学者在参与产学研合作过程中驱动学术绩效在生产力维度上发挥了核心作用，在此基础上，学者存在使命动机更能产生高的学术生产力。这意味着具有学习动机的学者在参与产学研合作中，与“门当户对”的企业合作，若还存在使命动机进行辅助驱动的情况下，更能促进学术生产力的提升。
（2） 学习驱动-两情相悦型：对应组态HP3。该组态表明学习动机、高资源投入行为和一致性伙伴匹配行为对于学者在参与产学研合作过程中驱动学术绩效在生产力维度上发挥了核心作用，在此基础上，学者存在资助动机和使命动机更能产生高的学术生产力。这意味着具有学习动机的学者在参与产学研合作中，与“两情相悦”的企业合作，还需要进行大量的资源投入，同时在资助动机和使命动机共同辅助驱动的情况下，促进学术生产力的提升。
（3） 使命驱动-门当户对型：对应组态HP2a和HP2b。HP2a组态和HP2b组态均表明使命动机、高资源投入行为和互补性伙伴匹配行为对于学者在参与产学研合作过程中驱动学术绩效在生产力维度上发挥了核心作用，但HP2a在此基础上，学者存在资助动机更能产生高的学术生产力，而HP2b在此基础上，学者与一致性企业伙伴合作更能产生高的学术生产力。这意味着具有使命动机的学者在参与产学研合作中，与“门当户对”的企业合作，还需要加大资源的投入。若还存在资助动机进行辅助驱动的情况下，或者是与“两情相悦”的企业合作，更能促进学术生产力的提升。
基于这3种类型，本文发现资助动机不是产生高学术生产力的核心条件，更多的是以边缘条件的形式存在，而学习动机和使命动机是产生高学术生产力的核心条件，但也需要与合作行为匹配的情况才可以发挥作用。
4.2.2学术影响力组态分析
表4呈现出产学研合作驱动高校学者学术绩效在影响力维度上的组态共计6条路径，分别是组态HI1a表示以高使命动机和高互补性为核心条件，以学习动机为边缘条件可以产生高影响力；组态HI1b表示以高使命动机和高互补性为核心条件，以非高资助动机、高一致性为边缘条件可以产生高影响力；组态HI1c表示以高使命动机和高互补性为核心条件，以高资助动机、高资源投入为边缘条件可以产生高影响力；组态HI2a表示以高学习动机和高一致性为核心条件，非高资助动机、高使命动机和非高资源投入为边缘条件可以产生高影响力；组态HI2b表示以高学习动机和高一致性为核心条件，高资助动机、高使命动机和高资源投入为边缘条件可以产生高影响力；组态HI3表示高资助动机、非高资源投入和高一致性为核心条件，以非高学习动机、非高使命动机和高互补性为边缘条件可以产生高影响力。其中，组态HI1a、HI1b、HI1c构成了二阶等价组态，组态HI2a、HI2b构成了二阶等价组态，即核心条件相同。基于各组态核心条件和边缘条件的不同，可以将6条路径划分为3种类型，分别是：使命驱动-门当户对型、学习驱动-两情相悦型和资助驱动-两情相悦型。
（1） 使命驱动-门当户对型：对应组态HI1a、HI1b、HI1c。该类型表示使命动机和互补性伙伴匹配行为对于学者在参与产学研合作过程中驱动学术绩效在影响力维度上发挥了核心作用。HI1a在此基础上，学者存在学习动机更能产生高的学术影响力。HI1b在此基础上，非高资助动机驱动和与“两情相悦”的企业合作更能产生高的学术影响力。HI1c在此基础上，资助动机驱动和与高资源投入产学研合作更能产生高的学术影响力。这意味着对于高校学者而言，想要在科学研究上有所影响，需要使命动机驱动的同时与“门当户对”的企业合作。如果是与“两情相悦”的企业合作时，则不能抱着获得企业资助的目的去合作，否则无法在学术研究有所突破。
（2） 学习驱动-两情相悦型：对应组态HI2a和HI2b。该类型表明学习动机和一致性伙伴匹配行为对于学者在参与产学研合作过程中驱动学术绩效在影响力维度上发挥了核心作用。但HI2a和HI2b形成了相反的效应，其中HI2a在此基础上，学者存在非高资助动机、使命动机和非高资源投入更能产生高的学术生产力。而HI2b在此基础上，学者存在高资助动机、使命动机和高资源投入更能产生高的学术生产力。这意味着具有学习动机的学者在参与产学研合作中，与“两情相悦”的企业合作，同时有使命动机驱动的情况下会存在两条相反的实现路径，其一是非高资助动机驱动下的非高资源投入，另外一个是高资助动机驱动下的高资源投入，均能有效地实现学术影响力的提升。
（3）资助驱动-两情相悦型：对应组态HI3。组态HI3表明资助动机、非高资源投入行为和一致性伙伴匹配行为对于学者在参与产学研合作过程中驱动学术绩效在影响力维度上发挥了核心作用，而此时学习动机和使命动机的驱动作用减弱，同时与互补性企业伙伴合作更能提升学术影响力。这意味着具有资助动机的学者在参与产学研合作中，与“两情相悦”的企业合作，不进行资源的大量投入，更能促进学术影响力的提升。
基于这3种类型，本文发现资助动机、学习动机和使命动机均是产生高学术影响力的核心条件之一，但路径存在较大的差异，同样也存在不同动机需要与不同合作行为匹配的情况才可以发挥作用。
表4 产生高影响力的组态
	前因条件
	HI1a
	HI1b
	HI1c
	HI2a
	HI2b
	HI3

	资助动机
	
	⊗
	●
	⊗
	●
	●

	学习动机
	●
	
	
	●
	●
	⊗

	使命动机
	●
	●
	●
	●
	●
	⊗

	资源投入
	
	
	●
	⊗
	●
	⊗

	互补性
	●
	●
	●
	
	
	●

	一致性
	
	●
	
	●
	●
	●

	原始覆盖度
	0.506
	0.472
	0.417
	0.415
	0.383
	0.454

	唯一覆盖度
	0.026
	0.020
	0.005
	0.006
	0.004
	0.094

	一致性
	0.892
	0.905
	0.901
	0.902
	0.904
	0.900

	总体解的
覆盖度
	0.660

	总体解的
一致性
	0.851


注：●等于核心条件存在，⊗=核心条件缺失，●=边缘条件存在，⊗=边缘条件缺失，“空格”表示该条件可存在亦可不存在。核心条件与结果存在强因果关系，边缘条件与结果存在较弱因果关系。
4.2.3稳健性分析
基于集合论的思想[27]，本文通过将一致性水平从0.9提高到0.91，再使用fsQCA 3.0软件进行稳健性检验，得到的组态结果与上表相差甚微，且具有明显的子集关系，并没有发生本质变化，因此，本研究结论的稳健性合格。
5研究结论与启示
5.1主要研究结论
本文从动机-行为匹配的视角，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从产学研合作主体学者的合作动机和合作行为两个维度，讨论了资助动机、学习动机、使命动机、资源投入行为、互补性和一致性伙伴匹配行为对学者学术绩效的不同组态效应，提出了能够驱动学者学术绩效在生产力维度的4种适配组态和在影响力维度的6种适配组态。分析这10种适配组态得到以下四点结论：（1）产生高学术绩效的组态可以分为4种核心模式：学习驱动-门当户对型、学习驱动-两情相悦型、使命驱动-门当户对型和资助驱动-两情相悦型。（2）在学术生产力维度下，学习驱动-门当户对型、学习驱动-两情相悦型、使命驱动-门当户对型是核心驱动模式，在后两种模式中，还需要学者在产学研合作中投入大量的资源。（3）在学术影响力维度下，学习驱动-两情相悦型、使命驱动-门当户对型和资助驱动-两情相悦型是核心驱动模式，在资助动机驱动下的产学研合作，学者不进行资源的大量投入更能促进学术影响力的提升。（4）对学术生产力和影响力的驱动模式对比分析，发现在学习动机或使命动机驱动下的学者与“门当户对”的企业开展产学研合作的过程中进行高的资源投入让学者更容易提升学术生产力，在学习动机或资助动机驱动下的学者与“两情相悦”的企业开展产学研合作，并且在资助动机存在的情况下不进行大量的产学研合作资源投入，更容易提升学术影响力。
5.2研究启示
本文的理论贡献在于从产学研合作主体的合作动机和合作行为匹配的视角，探究了如何在产学研合作中驱动高校学者的学术绩效提升的组态效应，通过对多个相关因素的“联合效应”，为我国高校通过产学研合作反哺科学研究提供了驱动路径。通过产学研合作驱动学术绩效的适配组态分析，可以得到产生学术绩效高生产力和高影响力的核心模式与组态视图，如表5所示，并将10种组态和4种核心模式归纳为两类高校学者产学研合作管理启示。
一是学习动机或使命动机驱动下与“门当户对”的企业深度合作方能让高校学者在科学研究领域始终占上游。在产学研合作过程中，高校学者选择创新能力相当、能够提供互补性资源和知识的企业作为合作伙伴，对于学习动机驱动下的学者而言，更有利于在合作中进行有效的交流和学习，使得该类型的学者在过程中吸收对个人科学研究有用的知识进而反哺科学研究的进步。而对于在使命动机驱动下的学者而言，更有利于在合作中有效分工，使得学者的研究既有应用研究的潜在价值，又有推动基础科学的理论价值。
二是使命动机或资助动机驱动下与“两情相悦”的企业不过度合作有助于高校学者在科学研究领域享有长青地位。“两情相悦”的企业合作伙伴，能够在合作目标、长期价值观和认可制度规范保持一致性，这有助于使命动机驱动下的高校学者在合作企业的支持下，坚定将科研成果转化的信心和决心，企业关心学者的科研需求，允许通过发表的形式让科研成果得到扩散，这对于学者提升其学术影响力产生显著的效应。而对于在资助动机驱动下的学者而言，不过度的与“两情相悦”的企业开展合作能够有效地促进学术影响力，这与杨小婉等（2021）提出的命题“资助动机对学术绩效呈负向相关关系”存异[4]，其可能的原因是由于该研究中并未综合考虑多因素的复杂影响效应，而实际上Callaert等（2015）的研究提出产学研合作为学者带来了更多的项目研究经费[29]，其对于学者的科学研究提升产生正向的影响，但这种在合作的资源投入上需要考虑度的问题。


表5 学术绩效高生产力和高影响力的4种核心模式与10种组态视图
	核心模式
	组态视图
	核心模式
	组态视图

	学习驱动-门当户对型
	[image: 幻灯片1]组态HP1

	使命驱动-门当户对型
	[image: HP2a组态结果]组态HP2a


	学习驱动-两情相悦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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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助驱动-两情相悦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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